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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姚鼐《述庵文钞序》与乾嘉之际的考据、辞章之辨∗

朱 曦 林

摘　 要：姚鼐是乾嘉时期著名学者、桐城派三祖之一。 《述庵文钞序》是姚鼐阐释“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兼收”说的

重要文献，但长期以来由于直接文献的阙如，对该《序》的撰写时间，学界尚存较大的分歧。 通过对新见姚鼐致王昶

书札的考释，并结合相关文献进行重新梳证，可以确定《述庵文钞序》应是作于嘉庆三年五月至八月八日之间。 同

时，透过王昶、姚鼐对《序》中阐发的“三者兼收”说的不同态度，可以反映出乾嘉之际考据与辞章的异趣和分途。
关键词：姚鼐；《述庵文钞序》；王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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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代学术史上，乾嘉学派虽曾盛极一时，但与

之颉颃者代有人出，其中姚鼐提出的“义理、考证、
文章三者兼收”说①，不仅对考据学贬抑辞章进行了

反驳，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桐城派理论，如姚

莹的“义理、经济、文章、多闻”说②，曾国藩的“义
理、考据、辞章、经济”说③，皆渊源于此。 姚鼐为王

昶撰写的《述庵文钞序》，是其系统阐释“三者兼收”
说的重要文章。④然而，由于该文的主旨未能惬王昶

之意，在编订《文集》时被其刊落，姚鼐对此颇为不

满，曾认为：“岂述庵以《序》内称誉之犹不至而不录

邪？”⑤在既往的研究中，《述庵文钞序》时常被征引

以阐明姚鼐的学术主张，但由于相关文献的阙如，对
该序的写作时间多为推测，或系于乾隆六十年

（１７９５），或系于嘉庆三（１７９８）、四年，尚未有直接的

史料加以佐证，故迄今为止仍存悬疑。⑥笔者在搜集

爬梳姚鼐文献的过程中，新见姚鼐致王昶书札一通，
该札明确谈及其本人为王昶《述庵文钞》作序一事，
且札内月日署具清楚，有助于厘清该序文究竟作于

何时的问题。⑦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此通书札的内容

进行释证，同时结合相关文献的记载，对《述庵文钞

序》的写作时间重新作一考辨，并以此为切入点探

讨该《序》被王昶刊落的原因，以期对清代学术史的

研究有所裨益。

一、新见姚鼐致王昶手札释证

姚鼐（１７３２—１８１５ 年），字姬传，号惜抱，安徽桐

城人。 幼承家学，受经学于伯父姚范，复学文于刘大

櫆，诗文俱佳，尤工于古文。 中乾隆二十八年进士，
授庶吉士，历任礼部仪制司主事、刑部广东司郎中。
“四库”开馆，以部郎入局修书，未几请归。 先后主

扬州梅花、江宁钟山、徽州紫阳、安庆敬敷等书院讲

席者四十年，弟子遍布南北，被尊为“桐城三祖”之

一。 王昶（１７２５—１８０６ 年），字德甫，号述庵。 乾隆

十九年进士，累迁至刑部右侍郎，晚年休致，历主娄

东敷文书院、诂经精舍讲席。 学承惠栋，潜心经术，
讲求声音训诂，诗追三唐，文宗韩柳，提倡风雅，与朱

筠并称“南王北朱”，俨然一时盟主。 王昶与姚范、
姚鼐伯侄结识于京师，论学宴游，多有往来，尤与姚

鼐熟稔，尝于著作中称述其古文“淳古简净，纡徐往

复，亦多不尽之味”⑧，而姚鼐对于王昶亦多有推扬，
认为他是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皆具之才”⑨。 现

谨将姚鼐致王昶书札迻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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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八日，姚鼐顿首奉书述庵先生阁下：世
兄来江宁，获读赐书，如亲接侍。 生平于先生古

文，但于石刻中略见数首，知具才识闳深，而体

裁明正而已。 今乃得尽览大集，然后见其为卓

然一代之巨手，必传于后世无疑也。 就鼐所见，
缀为 一 序， 不 知 于 尊 制 佳 处， 果 足 发 明 否？
《集》传，则序文虽劣，亦不能不传矣，岂不令人

愧悚耶？ 尚欲留观，而承命取回，以为校本，想

校定后，必合尊诗同见惠也。 读《跋〈楞严〉后》
一篇，弥增两世交亲之感。 家伯著述竟未能编

刻，鼐《经说》中存数条而已，今并鼐《诗集》一

部，同呈大教。 若夫以经术为根柢，以名节为矩

矱，此非鼐一人所当敬诵服膺，凡海内士流，其

孰敢不承听乎！ 见惠《董帖》、瓦研、笔墨，俱祗

领，谨申谢。 鼐尚行适苏州，或竟得造淞江瞻

谒，亦未可知，但不能自必耳。 秋凉益深，伏愿

为天下珍重，不宣。 姚鼐顿首。⑩

此通书札，涉及姚鼐对王昶《文集》的阅读及序

文的写作，大要有三：其一，姚鼐对王昶古文成就的

了解，早年仅从“石刻中”略见其概，直至此时阅读

到王昶的文集，方领略到“其为卓然一代之巨手，必
传于后世无疑也”。 其二，姚鼐得以获读王昶的《文
集》，乃王氏之子将该书携至江宁，姚鼐因于《集》中
所见，深有所感，遂“缀为一序”，自信能阐发其《集》
中之“佳处”。 但王昶旋即以作校本为辞，将之取

回，姚鼐“尚欲留观”而不可得。 其三，姚鼐因意有

未尽，遂追作此札，强调王昶与其伯父姚范“两世交

亲”，并趁此机会将其所著《九经说》及《诗集》一并

呈上，阐明“以经术为根柢，以名节为矩矱”的治学

旨趣，希望能得到当时汉学代表人物王昶的肯定。
另外，在此札中，姚鼐还表达了欲往拜谒王昶之情。

那么，此时姚鼐所读到王昶的“大集”，是否即

为《述庵文钞》？ 结合姚鼐的《述庵文钞序》，可作进

一步梳理。
首先，姚鼐札中提及，“生平于先生古文，但于

石刻中略见数首，知其才识闳深，而体裁明正而已。
今乃得尽览大集，然后见其为卓然一代之巨手，必传

于后世无疑也”，则王昶此一“大集”，不仅古文佳作

尽见其中，且此前未曾结集出版。 而姚鼐在《文钞

序》末段则云：“先生仕至正卿，老归海上，自定其文

曰《述庵文钞》四十卷，见寄于金陵。”并强调，“若夫

先生之诗集及他著述，其体虽不必尽同于古文，而一

以余此言求之，亦皆可得其美之大者云”。 可见《文
钞》之编订乃是王昶晚年休致归里后方才着手，尤
以所择古文为精要，正符合札中所言。

其次，姚札中云“就鼐所见，缀为一序”，“承命

取回，以为校本，想校定后，必合尊诗同见惠也”，则
进一步明确姚鼐所作者当是文集之《序》，乃有“合
尊诗同见惠”之说，且其云“不知于尊制佳处，果足

发明否”则几与《文钞序》“一以余此言求之，亦皆可

得其美之大者云”，如出一辙。
最后，姚鼐札中云“世兄来江宁，获读赐书”，而

《文钞序》以“见寄于金陵”为言，则姚鼐获读赠书时

均在江宁，只是书札中所言较《文钞序》为加详。 另

外，姚札中提及的“读《跋〈楞严〉后》一篇”，考之王

昶《文集》，其跋文《再书〈楞严经〉后》开篇即云：
“今天下士大夫能深入佛乘者，桐城姚南青范、钱塘

张无夜世荦、济南周永年书昌及余四人，其余率猎取

一二桑门语以为词助，于宗教之流别，性相之权实，
盖茫如也。”又说：“南青先生自辛巳别于京师，不相

见者十年，昨知其嗣君以忧去官，则先生已逝也。 先

生为天津山长，数与余书论《佛顶蒙钞》及《成唯识

论》，往复数百言不已。”王昶在跋文中对姚范佛

学造诣的推许及往复论学情谊的追忆，方能使姚鼐

产生“弥增两世交亲之感”，又惜乎其伯父著述未能

编刻的感慨。
此外，姚鼐在札中云：“《集》传，则序文虽劣，亦

不能不传矣，岂不令人愧悚耶。”可见此《序》对他来

说，必然是精心结撰之作，故自信定能为王昶采用，
使《序》随《集》传。 考察姚鼐与王昶的交往及其相

关论著，唯有至晚年还多次提及的“吾昔为作序寄

之”的《述庵文钞序》，可承姚鼐这一系念。 故综

上所考，姚札中所提及的《序》，当是《述庵文钞序》。

二、《述庵文钞序》撰写时间考

《述庵文钞序》究竟作于何时？ 欲解答这一疑

问，有必要先厘清王昶《述庵文钞》的编纂时间。 对

此，姚鼐在所撰《序》的最后一段，已提供了一些线

索，其言曰：
　 　 鼐少于京师识先生，时先生亦年才三十，而
鼐心独贵其才。 及先生仕至正卿，老归海上，自
定其文曰《述庵文钞》四十卷，见寄于金陵。 发

而读之，自谓粗能知先生用意之深，恐天下学者

读先生集，第叹服其美，而或不明其所以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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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自隐其愚陋之识而不为天下明告之也。 若

夫先生之诗集及他著述，其体虽不必尽同于古

文，而一以余此言求之，亦皆可得其美之大者

云。

据此，则《述庵文钞》的成书，当是在王昶请辞

归里之后。 复据王昶女婿严荣所编《述庵先生年

谱》，其请辞虽在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但因清高宗

以“岁暮苦寒，宜竢明岁春融回籍”挽留，至五十九

年四月方才启行，抵里已到了七月，随即以“春融”
颜其堂，读书其中。 九月时，王昶又因病“卧榻者月

余”。那么其着手编订是集，应在是年十月以后。
嘉庆元年正月，赵怀玉为王昶《述庵文钞》所撰

的序文中提到：“盖数十寒暑于兹，顷始定其所为

《述庵文钞》二十卷见示。”可见大体至此时，《文钞》
的整理初毕，并且赵氏还引用王昶的原话：“昔人有

言：‘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传之与否，殆有命。
存予文多为人代草，亦有出自他手而传予名者，今皆

不敢阑入，先后掇拾如是而已。”强调了王昶此集

并非泛滥无章的初稿，而是业经取舍的初定本。 需

要指出的是，赵氏此序在收入《春融堂集》时，“顷定

其所为《述庵文钞》二十卷见示”已被改为“门下士

定其所为《春融堂文集》四十卷”，并删去了赵氏征

引王昶的原话。 同时，前引姚鼐在《述庵文钞序》中
的表述也提示我们，在嘉庆元年赵怀玉作序之后，王
昶对《述庵文钞》或是重新编排，或是增补，使得《文
钞》从原来的二十卷编订为四十卷，到最终刊刻时

已由《述庵文钞》改称《春融堂文集》。 由于迟至嘉

庆七年时，王昶因目疾，诗文两《集》 “尚待编排校

勘”，迄于其逝世后的翌年（嘉庆十二年）始有刻

本行世，而赵氏在王昶生前又曾“时时过访”，这
一修改具体出自何人之手，已难以知悉。 但这种对

旧《序》的修订、删改，主要是为了反映后来卷帙的

编排重订情况，以符合定本卷帙的概貌。 因此，大体

至姚鼐作《述庵文钞序》时，四十卷本的《文钞》编订

已基本蒇事。
而据前文的考证，姚鼐在致王昶书札中提到

“世兄来江宁，获读赐书”，并用了较长的篇幅推扬

王昶的古文成就，转而交代， “就鼐所见，缀为一

序”，那么此札所指的《序》，很显然是为《文钞》而

作，与《述庵文钞序》所说“见寄于金陵”而撰成序

文，当是指同一事。 值得注意的是，札中在述及作序

一事时，还提到了两个重要信息：其一是“家伯著述

竟未能编刻，鼐《经说》中存数条而已，今并鼐《诗
集》一部，同呈大教”；其二是“鼐尚行适苏州，或竟

约造淞江瞻谒，亦未可知，但不能自必耳”。
先说第一个问题，姚鼐的《九经说》锓版于嘉庆

元年八月，刻成于翌年五月； 《诗集》则刊刻于嘉

庆二年九月，他在致陈用光的书札中曾提及：“鼐顷

自定《诗集》十卷、《文集》二十卷，《诗集》现付刻，
计明秋可以成工；《文集》俟再办耳。”最终《诗集》
在嘉庆三年四月刻成。 而姚鼐的《文集》，则迟至

嘉庆五年冬，他在江宁钟山书院的弟子才“合为镌

刻”，嘉庆六年春方蒇事出版。由此也可解释，以古

文名世的姚鼐当王昶以《文钞》见示时却仅呈送《九
经说》和《诗集》，而未及《文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

姚鼐致王昶的书札当是作于嘉庆三年四月以后，但
要早于嘉庆五年。

再说第二个问题，姚鼐是何时“行适苏州”，再
拟至淞江瞻谒王昶呢？ 据姚鼐依年编次的《惜抱轩

诗集》及郑福照所编《姚惜抱先生年谱》，自王昶休

致迄于病逝，期间姚鼐仅在嘉庆三年“携长子持衡

游吴中”，他在嘉庆三年十月十三日致陈用光的书
札中也提及，“鼐于八月半后，携衡儿游吴中，遂至

西湖”，“作古今体诗四十余首，拟明年以补入《集》
中，其间颇有奇作也。 九月杪回江宁，近状平安”。

其《诗集》中亦有《苏州新作唐杜公白公宋苏公祠于

虎丘嘉庆戊午八月鼐及陈方伯诸公游宴祠内作四绝

句》《戊午八月廿六日过苏州怱怱一诣虎丘后二十

五日自杭州回与马雨耕及持衡重往竟日登揽因题八

韵》两诗为证，则是年姚鼐应友朋之邀游历苏杭当

在八月中旬至九月杪之间。 而据 《述庵先生年
谱》，由于是年九月王昶应江宁将军庆霖之邀出游

金陵，旅寓扬州，故而姚鼐虽游历苏州、杭州、无锡

等地，但未至淞江瞻谒，最终亦未能与王昶晤面。 事

后，姚鼐曾感慨道：“鼐在苏州独值莘楣旋里，不得

见；而鼐去江宁时，王兰泉适又来此。”认为，“此却

是今秋可恨事耳”。

另外需要指出，由于姚鼐未能留观该书，不存在

此后另撰序文的可能，该序文实乃同其《文钞》书稿

一同寄还王昶。 所以，姚鼐写作《述庵文钞序》的时

间，应当在嘉庆三年五月以后，嘉庆三年八月或稍

前，但至迟不会晚于“嘉庆三年八月八日”。

三、考据、辞章之辨与姚撰《述庵文钞序》的刊落

王昶自乾隆十九年入都会试，初识姚鼐，此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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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论学谈诗，时有过从。 王昶学宗汉儒，奖掖后进，
提倡风雅；姚鼐学继方、刘，以古文辞章，教被东南，
二人于乾嘉之际俨然汉、宋宗主。 是时，恰逢袁枚与

孙星衍关于辞章、考据之辨展开学术争论，袁枚认为

“古文之道形而上”，“考据之学形而下”，为考据者

“非附丽于物，不能有所表见。 极其所至，燎于原

矣，焚大槐矣，卒其所自得者皆灰烬也”，并总结道：
“著作家自抒所得，近乎为己；考据家代人辨析，近
乎为人，此其先后优劣不待辨而明也。”孙星衍不

能苟同其说，反对将辞章、考据分视为道、器，认为二

者并非“经之所谓道与器也”，“古人重考据甚于重

著作，又不分为二”，主张“因器以求道，由下而上达

之学”，提出“经义生于文字，文字本于六书，六书当

求之篆籒古文”。可见孙星衍之言即秉承自顾炎

武、惠栋、戴震以来汉学中人所倡导的“经之至者，
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

学文字者也”。
这场论争随着孙星衍《问字堂集》的刊印及王

鸣盛、钱大昕、江声、阮元、朱珪等汉学宗主的揄扬，
遂使考据与辞章之辨成为一时学坛热点，学林中人

对此各有持论。如焦循认为孙星衍“《复袁太史》
一书，力锄谬说，用彰圣学，功不在《孟子》下”，主张

“经学者，以经文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术算、阴阳

五行、六书七音等为之辅，汇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

训故，核其制度，明其道义，得圣贤立言之指，以正立

身经世之法”，强调“惟经学可言性灵，无性灵不可

以言经学”，贬抑单纯的辞章之学“于经仅有皮毛”，
而袁枚更是 “与经学绝不相蒙，止可为诗料、策

料”。凌廷堪亦与孙星衍、焦循“力辟其谬”，唱为

同调之鸣，认为：“文者，载道之器，非虚车之谓也。
疏于往代载籍，其文必不能信今；昧于当时掌故，其
文必不能传后。”批评为辞章者：“窃谓近者学术

昌明，士咸以通经复古为事，本无遗议。 而一二空疏

者流，闻道已迟，向学无及，遂乃反唇集矢，谓工文章

者不在读书，瀹性灵者无须考证。 此与卧翳桑而侈

言屏膏粱，下蚕室而倡论废昏礼者何异。”而与汉

学异趣的章学诚则对考据、辞章均有不满，不仅批评

孙星衍“兼该甚广，未知尊旨所在”，对袁枚更是认

为“彼又乌知学问文章为何物”。并重申其宗旨：
“古人本学问而发为文章，其志将以明道，安有所谓

考据与古文之分哉！ 学问文章，皆是形下之器，其所

以为之者道也（自注：天下但有学问家数，考据者，

乃学问所有事，本无考据家）。”也就是说：“义理

不可空言也，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三者合于一，
庶几哉周、孔之道虽远，不啻累译而通矣。”

对于这场考据与辞章之辨，姚鼐虽未直接介入，
但从其在章学诚《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一书中

就驳难考据学之处“动笔圈点”，并对戴震义理之学

多有訾议，则可见其态度。事实上，面对考据学持

久以来的压力，姚鼐在乾隆五十八年弟子鲁嗣光

拜谒时，已曾阐发其“义理、文章、考据三者不可缺

一”之说，翌年他为谢启昆的诗集作序时又感慨

道：“夫文章、学问一道也，而人才不能无所偏擅，矜
考据者每窒于文词，美才藻者或疏于稽古，士之病是

久矣。”其言外之意仍在强调考据、辞章的 “兼

善”。 嘉庆元年，姚鼐在复秦瀛来书时再次强调“必
兼收之乃足为善”，随后的《复林仲骞书》又重申

了此意。 可见，姚鼐关于义理、文章、考据关系的论

述，虽然“看似没有明涉袁枚与孙星衍等人之争，但
他的述说是针对这场争论而来，则绝无可疑”。

其间，王昶在乾隆五十九年秋休致归里后，着手

《述庵文钞》的编订，至嘉庆元年二十卷的初稿编

成，复经修订，编为四十卷，在嘉庆三年由其子带至

江宁向旧友姚鼐请益。 姚鼐在阅过书稿后，即就所

见撰为《述庵文钞序》，再次阐发其“三者兼收”说，
自信于王昶之学能发潜幽微。 不久，王昶以作校本

为辞向姚鼐索回该书，姚氏虽欲留观而不可得，遂撰

成书札，与序文一同寄呈王昶，一方面推扬其古文成

就，另一方面又强调王、姚“两世交亲”，并趁此机会

呈上所著《九经说》及《诗集》，阐明其“以经术为根

柢，以名节为矩矱”的治学旨趣，希望能得到王昶的

认同。 其中《九经说》一书，即被其视为“发挥义理，
辅以考证，而一行以古文法”的兼通之作。

由于《春融堂集》在王昶生前未能出版，姚鼐期

盼的“必合尊诗同见惠”的希望并未能实现。 姚鼐

晚年在听闻王昶《文集》已刊行后，即嘱咐弟子姚椿

为其寻购：“其《文集》当已刻。 吾昔为作序寄之，然
竟未得其刻本，幸觅一部见寄。”但当发现所作序

文被刊落时，姚鼐对此颇有不满之意，一改致王昶书

札中所表现出的“不知于尊制佳处，果足发明否？
《集》传，则序文虽劣，亦不能不传矣，岂不令人愧

悚”的自信态度，转而认为：“鼐昔作《述庵文序》，今
其《集》中乃不载，岂述庵以《序》内称誉之犹不至而

不录邪？ 抑其后人择取而遗之邪？ 此不可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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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姚鼐在嘉庆年间的声望，若非得王昶本人的首肯，
似难将其所作《序》文芟除。

然而，在刊落姚《序》的同时，属于汉学阵营，被
江藩称为“好学深思，无书不读，肄经，深于诗，故兼

工文章”的赵怀玉，其所作《述庵文钞序》则被冠

诸《春融堂集》 卷首，对比姚鼐与赵怀玉两篇 《序

文》，可以看到二人立论主旨的差异。 赵怀玉的序

文说道：
　 　 今海内操觚之士，其趋不出二端：曰训故之

学，曰词章之学。 通训故者，以词章为空疏而不

屑为；工词章者，又以训故为饾饤而不愿为。 胶

执己见，隐然若树敌焉。 夫董生、杨子奥于文，
于经未尝不深。 匡鼎、刘向邃于经，于文未尝不

茂。 彼好为异同，交相訾议，必其中有所歉浅之

乎？ 窥古人而意犹未尽融也。 若去二者之弊，
又克兼二者之长，则世颇难其人，而人且宜以为

法，吾于侍郎述庵先生见之焉。

　 　 虽然赵怀玉的序文也表彰王昶“真能合训故、
词章为一，而非偏于习尚、泥古而未融者可相提并论

也”，但侧重点在于最后一段凸显王昶“治经淹贯众

说”，并能以词章助考证的一面。 而姚鼐的序文

则言：
　 　 鼐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

证也，文章也。 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

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 今夫博学强识

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者，固

文之陋也。 然而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

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

绕，而语不可了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

者何哉？ 其故由于自喜之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

也。 夫天之生才虽美，不能无偏，故以能兼长者

为贵，而兼之中又有害焉。 岂非能尽其天之所

与之量而不以才自蔽者之难得与？ ……先生为

文，有唐、宋大家之高韵逸气，而议论考核，甚辨

而不烦，极博而不芜，精到而意不至于竭尽。 此

善用其天与以能兼之才而不以自喜之过而害其

美者矣。
姚鼐之《序》在揄扬王昶“三者皆具之才”的

同时，亦如此前所说 “须兼三者之用，然后为之

至”，最终所要强调的仍在于“三者兼收”之说。
从赵怀玉、姚鼐两《序》所反映的主旨来看，王

昶对二者的存剔，不仅代表了他对这场考据、辞章之

辨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在考据学极盛的乾

嘉之际，汉学中人与“以程朱为宗”的姚鼐对待“三
者兼收”之说的不同看法。

首先，在对待义理的态度上，姚鼐认为：“博学

强识固所贵焉，而要必以程、朱之学为归宿之地。”

批评为考据者：“专宗汉学为至，以攻驳程、朱为能，
倡于一二专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为学术

之害。”又说：“近士大夫侈言汉学，只是考证一事

耳。 考证固不可废，然安得与宋大儒所得者并论？
世之君子，欲以该博取名，遂敢于轻蔑闽洛，此当今

大患，是亦衣冠中之邪教也。”但汉学中人则认为：
“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训诂者，
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
主张“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

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贤人圣人之理

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而王昶更是“以
汉学为表识而专攻毁汉学者”。

其次，在对待专精与兼收的态度上，姚鼐认为：
“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

而同为不可废。”“凡执其所能为，而呲其所不为者，
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而汉学中人本以学

贵专精为宗，认为“专力则精，杂学则粗”，“学贵

精不贵博”，王昶也秉承此说，强调“杂则断不能

精”，故对于“三者兼收”之说自不能引以为然。
最后，姚鼐“三者兼收”说的提出本是对当时汉

学诸家贬抑义理、辞章的回应。 他曾一再批评“矜
考据者之专心制度而不通理”、“矜考据者每窒于

文词”，而乾嘉之际的汉学中人则认为“义理、文
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主张“圣人之道在《六
经》，不于《六经》求之，则无以得圣人所求之义理，
以行于家国天下，而文词之不工，又其末也”。可

见，对于治考据学者来说，三者本有层次上的区别。
在这种情况下，结合袁枚与孙星衍在辞章、考据之辨

时汉学中人的态度，姚鼐以“三者兼收”表彰“宗主

汉学”的王昶，自难得其首肯。
正如章学诚所描述的，乾嘉之际治义理、辞章者

均被汉学中人视为“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即
如戴震之《孟子字义疏证》亦被认为“可传者不在

此”，而姚鼐针对“宗郑毁朱”，“欲挽狂澜，执谗

口”，自视能兼三者之作的《九经说》，更是“当先生

存时，已无人重之者”。因此，在考据学尚如日中天

的乾嘉之际，兼及辞章之学的“三者兼收”说，自然

２４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难以得到汉学中人的认可。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姚鼐对《述庵文钞序》所阐发的“三者兼收”说的重

视，与王昶对该《序》的刊落，不仅反映了二人对义

理、考据、辞章“兼收”的不同认识，也凸显了乾嘉之

际汉学与宋学、考据与辞章的异趣和分途。

四、结语

姚鼐自四库馆辞归后，执教东南，多历年所，在
谨守程、朱义理之学的同时，通过构建桐城文统，
“以古文诗辞称重于世”，从学受业者日众。 乾嘉

之际，随着袁枚、孙星衍论争的传播南北，学坛热点

由义理与考证之争转向辞章与考据之辨。 是时，各
方持论不一，或尊辞章而轻考据，或倡“通经明道”
而贬抑义理、辞章，或以义理统摄考据、辞章。 其中，
面对汉学中人对辞章的轻视及对义理“空疏”的持

续批评，姚鼐提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

废”，以之与宗汉学者相颉颃。 嘉庆三年，王昶编

就《述庵文钞》，由其子携至江宁，请旧友姚鼐为之

作《序》，姚鼐遂于文中重申“三者兼收”之说，对王

昶称许备至，期望得到这位汉学宗主的认可。 然而，
由于王昶对考据与义理、辞章的理解上与姚鼐存在

较大的差异，最终将姚撰《述庵文钞序》刊落，而保

留了赵怀玉的同名序文。 对比两《序》的主旨，可见

赵《序》重在强调治经须淹贯众说，视辞章为助考证

之具，姚《序》 则侧重阐发“必三者兼收之乃足为

善”，从王昶对两篇《序》的存芟态度，也透视出乾嘉

之际汉、宋学人对考据与辞章的不同看法。
而综合前文对姚鼐致王昶书札的考证，姚鼐撰

写《述庵文钞序》的时间，应当在嘉庆三年五月以

后，嘉庆三年八月或稍前，但至迟不会晚于嘉庆三年

八月八日。

注释

①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四《述庵文钞序》、卷六《复秦小岘书》，刘
季高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６１—６２、１０４—１０５ 页。 ②姚

莹：《东溟文集·外集》卷二《与吴岳卿书》，《续修四库全书》第 １５１２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４４９ 页。 ③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

钞》卷上“辛亥七月”条，《续修四库全书》第 ５５９ 册，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８２０ 页。 ④按，姚鼐关于阐释“义理、考证、文章三者

兼收”说的文献，除《述庵文钞序》外，主要见于《惜抱轩文集》卷六

《复秦小岘书》、《惜抱轩文集后集》卷一《尚书辨伪序》及现藏于安

徽省博物馆的《复林仲骞书》。 ⑤姚鼐：《惜抱轩尺牍补编》卷一

《与姚春木》，卢坡点校，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６６、１６５ 页。
⑥关于《述庵文钞序》的写作时间，学界主要持两种观点：其一是乾

隆六十年，代表性的有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学苑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６９—１７０ 页；周中明：《姚鼐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８２ 页。 其二是嘉庆四年或稍前，代表性的有孟醒仁：
《桐城派三祖年谱》，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２１９ 页；俞樟华、胡
吉省：《桐城派编年》，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 ３１７—３１８ 页。 另

外，尚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该序居于《礼笺序》 《小学考序》之间，判断

其大约作于嘉庆三年，但是这一判断忽略了同卷的《左笔泉时文序》
居于二者之前，却是作于嘉庆五年者，而《敦拙堂诗集序》（乾隆五十

八年四月）亦早于《海愚诗钞序》（乾隆五十九年四月），但排序时则

居于其后，可见姚鼐的《文集》并非如其《诗集》是“依年编次”，如果

仅是简单的依据《文集》顺序做判断似难令人信服。 ⑦姚鼐毕生著

述丰赡，其诗文集现有刘季高整理的《惜抱轩诗文集》、卢坡校点的

《惜抱轩尺牍》，因二书收录较为完备，是姚鼐及桐城派研究的重要

参考文献。 本文新见姚鼐致王昶书札，为《诗文集》 《尺牍》所未收

者。 另外，笔者近日得卢坡先生惠赠《姚鼐信札辑存编年校释》一书

（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该书在“续补”部分收入了本通书札，
但尚未进行深入释证。 ⑧王昶：《湖海诗传》卷二十八《姚鼐》，《续修

四库全书》第 １６２６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１５８ 页。 ⑨
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四《述庵文钞序》、卷四《述庵文

钞序》、卷四《谢蕴山诗集序》、卷六《复秦小岘》、卷四《述庵文钞

序》、卷六《复蒋松如书》、卷六《复秦小岘书》、卷四《谢蕴山诗集

序》，刘季高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６１、６２、５５、１０５、６１、
９５—９６、１０４—１０５、５５ 页。 ⑩上海敬华拍卖股份有限公司编：《上海

敬华 ２００１ 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古籍尺牍名人墨迹图录》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上海敬华拍卖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１ 年，第 ０５２２ 号拍品。
按：阮元称“后进才学之士执经请业，舟车错互，屦满户外”（阮元

撰：《揅经室集》二集卷三《诰授光禄大夫刑部右侍郎述庵王公神道

碑》，邓经元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９３ 年，第 ４２４ 页），由此可见王昶的学

术取向及其在当时的影响力。 王昶：《春融堂集》卷四十五《再书

〈楞严经〉后》，《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３５８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 ４６５ 页。 严荣编：《述庵先生年谱》卷下，王云五主

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 ４ 辑，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８ 年，第
８８—９０、１００、１０５、９６—９７ 页。 赵怀玉：《亦有生斋集》卷三《王侍

郎述庵文钞序》，《清代诗文集汇编》 第 ４１９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第 ５５０、５５０ 页。 关于《春融堂集》的版本及刊刻过程，可
参见整理本《春融堂集·前言》，该文经比刊众本后认为，《春融堂

集》现存最早的刊本当是嘉庆十二年本，即王昶逝世后翌年刊行本

（王昶：《春融堂集》卷首《前言》，陈明洁、朱惠国、裴风顺点校，上海

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２—１７ 页）。 姚鼐：《惜抱轩九经说》卷

首，《续修四库全书》第 １７２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６０１ 页；
郑福照辑：《姚惜抱先生年谱》“嘉庆元年”条，国家图书馆藏清同治

七年桐城姚浚昌刻本。 纽约苏富比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拍卖会

《中国古代书画》，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７ 日，第 ０５２０ 信札。 ｈｔｔｐ： ／ ／ ａｕｃｔｉｏｎ．
ａｒｔｒｏｎ．ｎｅｔ ／ ｐａｉｍａｉ－ａｒｔ００５０８９０５２０ ／ ，检索日期：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６ 日。 姚

鼐：《惜抱轩尺牍》卷五《与陈硕士》，卢坡点校，安徽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第 ８３ 页。 但该通书札落款为编者陈用光所刊落，所以首注

以苏富比版本。 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六《复东浦方伯书》，刘季

高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５—１０６ 页；姚鼐：《惜抱轩尺

牍》卷五《与陈硕士》，卢坡点校，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８４ 页。
姚鼐：《惜抱轩尺牍》卷五《与陈硕士》，卢坡点校，安徽大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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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８８—８９、８５、８５ 页。 郑福照辑：《姚惜抱先生年

谱》“嘉庆三年”条，国家图书馆藏清同治七年桐城姚浚昌刻本。 
姚鼐：《惜抱轩诗集》卷十《苏州新作唐杜公白公宋苏公祠于虎丘嘉

庆戊午八月鼐及陈方伯诸公游宴祠内作四绝句》 《戊午八月廿六日

过苏州怱怱一诣虎丘后二十五日自杭州回与马雨耕及持衡重往竟日

登揽因题八韵》，刘季高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６１２、６１６
页。 袁枚：《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三十《与程蕺园书》，周本淳标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８００ 页。 按，从孙星衍的答书来看，袁
枚在致书时所表达的宗旨与《与程蕺园书》基本一致。 孙星衍：
《问字堂集》卷四《答袁简斋前辈书》，骈宇骞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９６
年，第 ９１ 页。 戴震：《戴震集·文集》卷十《古经解钩沉序》，上海

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９２ 页。 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学
苑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６４—１６５ 页。 按，这场争论从乾隆五十八年

至嘉庆三年，余波则持续到嘉庆末年。 焦循：《雕菰集》卷十三《与
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焦循全集》第 １２ 册，刘建臻整理，广陵

书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５８９０—５８９２ 页。 按，此札落款署“乾隆乙卯三月二

十日”，即在乾隆六十年，可知是在读过孙星衍《问字堂集》后所作。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二十四，《与江豫来书》《答孙符如同年

书》，王文锦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９８ 年，第 ２１２、２１６ 页。 章

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 年，第
３９９、６４４、１０５、７８４、６８４ 页。 漆永祥：《乾嘉考据学家与桐城派关系

考论》，《文学遗产》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 陈用光：《太乙舟文集》，许
隽超、王晓辉点校，蔡长林校订：《陈用光诗文集》，“中研院”中国文

哲研究所，２０１９ 年，第 ３１６、４６ 页。 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

派》，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７１、１８８、１７７ 页。 姚鼐：《惜抱轩尺

牍补编》卷一《与姚春木》，卢坡点校，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６５ 页。 按，据姚鼐致王昶书札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姚鼐虽然对他与

王昶在学术主张上的差异有所了解，但自信对王昶“用意之深”处颇

能领会，期望其所作《序》能得到采用，因此在《序》中强调“自谓粗能

知先生用意之深，恐天下学者读先生集，第叹服其美，而或不明其所

以美，是不可自隐其愚陋之识而不为天下明告之也。 若夫先生之诗

集及他著述，其体虽不必尽同于古文，而一以余此言求之，亦皆可得

其美之大者云”，并在书札中表达出“于尊制佳处，果足发明”的自

信。 同时札中末言“以经术为根柢，以名节为矩矱”，颇与《序》文中

“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的深曲用意相

契合，只是因姚鼐已自居“辞章”之林，所以强调对“经术”“名节”之
说“此非鼐一人所当敬诵服膺，凡海内士流，其孰敢不承听乎”。 
姚鼐：《惜抱轩尺牍补编》卷一《与姚春木》，卢坡点校，安徽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６６ 页。 按，此序中姚鼐提及“前年修《江宁府志》”，
姚鼐受聘修《府志》之事，在嘉庆十六年，故本札当作于嘉庆十八年。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四《赵怀玉》，钟哲整理，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年，第 ７４ 页。 余英时：《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中
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７ 年，第 ４６３—４６９
页。 姚鼐：《惜抱轩尺牍》卷五《复陈钟溪》，卢坡点校，安徽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７４ 页。 姚鼐：《惜抱轩尺牍》卷一《与汪稼门》，
卢坡点校，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８—１９ 页。 钱大昕：《潜
研堂文集》卷二十四《经籍纂诂序》，吕友仁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第 ３９２—３９３ 页。 戴震：《戴震集·文集》卷十一《题惠定

宇先生授经图》，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２１４ 页。 江藩：《国
朝汉学师承记》卷四《王兰泉先生》，钟哲整理，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
５９ 页。 姚鼐：《惜抱轩诗集后集》卷末《跋》，刘季高标校，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６４６ 页。 按，此语为姚鼐从戴震处转述所得。
戴震：《戴震集》附录三《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４８９
页。 王芑孙：《惕甫未定藳》卷八《附答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４４２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 ３７４ 页。 刘开：《孟涂文集》
卷六《姬传先生八十寿序》，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８１ 页。 
段玉裁：《经韵楼文集补编》卷上《戴东原集序》，钟敬华校点，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３７０ 页。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六《洪
榜》，钟哲整理，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 ９８ 页。 姚柬之：《伯山文

集》卷八《书惜抱轩九经说后》，《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５４９ 册，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３３、１３３ 页。 陈祖武：《清代学术源流》，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３３９—３４８ 页；王达敏：《姚鼐与乾嘉

学派》，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６３—１８２ 页。 曾国藩：《曾国藩诗

文集·文集》卷三《欧阳生文集序》，王澧华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第 ２８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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